
是社会性运动，还是政治性斗争？ 
—— 由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想 

 

普列汉诺夫(G. V. Plekhanov，1856-1918 年)并不是思想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罗斯的

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家。早在 1876 年 12 月 18 日的示威中，学生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就锋芒毕露：

今天，在全俄罗斯面前，为了表明与这里的人们的同盟，我们聚集在这里了。我们的旗帜高高飘

扬，上写：“土地与自由！”。 

 

逃过了沙皇宪警与哥萨克骑兵的追捕，普列汉诺夫逃到了西欧，主要在瑞士度过了长年的流亡生

涯。在这里，他由反对沙皇专制的恐怖斗争转向面对大众的社会主义宣传，并达成了由巴枯宁向

马克思的过渡。自《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 年)以来，直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俄

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中的支配为止，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权威。而正是

这样的先驱最容易为时代的潮流所摒弃，1905 年尼古拉二世开枪屠杀莫斯科广场的请愿民众，普

列汉诺夫却发出惊人的感叹：“要是他们(殉难者)不去夺取武器就好了！”1914 年世界大战爆

发，普列汉诺夫与大多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如声明“不打第一枪”的爱国主义者考茨基)一

样，支持本国(俄罗斯)政府的战争政策。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普列汉诺夫回到自己为之宣传

奋斗一生的“理想之乡”，除了新的权贵，他没有看到一个劳动者的踪影，几个月之后在芬兰悄

然逝去。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写于 1894 年(我的读本为春秋社昭和 3 年(1928 年)发行的迁润日译

版)，第一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 18 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以

来的追求“完全立法”、“完全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发源的人性论“空想性”的批判，主要受基佐等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的启

示：“基佐认为：最善的社会组织，根本没有探求完全立法的必要，现存的一切已经足够满意的

了。而且，面对现存社会组织，反驳那些非难者的攻击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人性本身。……人性本

身就决定了法兰西不可能从事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真正改革。”与此同时，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

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也宣布了历史动力存在于人性之外的历史哲学之中。 

 

在第二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普列汉诺夫归结到，只有卡尔·马克思克服了“空想”与唯

心主义哲学的虚无，从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条件)解明了“财产状态”的神秘，完成了十九世纪最

伟大的科学发明：“反过来看，那些枉费苦心的带有天才奇想的完全立法构想，那些探求可能社

会中的最善组织的努力，还有甚么价值呢？准确地讲：毫无价值！这也同时证明了那些埋头于此

类研究的人们缺乏起码的科学教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没有任何劳动党不服从科

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的鼓动言论，具备政治的战斗

性，却疏远了科学性与社会性，把社会主义原有的广泛、生动、多彩的流源归于一个主义、一个

政党的狭小、僵硬的现实要求之下了。 

 

第三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历史展开及其观点”是本文的精彩部分，显出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

义的认真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来源可追溯到德国人斯特纳(MaxStimer，1806-1856 年)的《唯

一存在与其所有》，首先开端于对宗教哲学的驳难，“斯特纳与他(费尔巴哈)完全相同，只不过

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出发演绎出极端的、过激的结论与命题：神是幻想的产物、神是幽灵，这都不

错，但你强求我们去爱的人类是甚么呢？不也是幽灵、也是抽象物、也是人的想象吗？你所称的

人类，到底存在于何方呢？在人脑、人脑的何处存在呢？所以，唯一的存在，只是具备自己的欲

求、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意志的个人而已。如此，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怎么可能去为抽象

物人类的幸福而牺牲呢？你反抗旧神，对极了，却没有拋弃神学的见解，你为我们提供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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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完全受到神学、神的支配的。”这个出发点可与尼采、叔本华并论，但其展开主要是针对

国家社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以及那些资产阶级改良家、有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

“献身”、“救济”的自私本性。“共产主义者认为共同社会必须是财产的所有者，但“我”才

是财产的所有者，只是关于我的财产，才能与他人协议、契约。”面对国家，斯特纳禁不住大

叫：强盗！“在国家里，不存在财产(即个人财产)，存在的只是国家的财产，正如我的存在必须

通过国家才能成立一样，我的财产也是通过国家才成立的。” 

 

普列汉诺夫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斯特纳的难解的说教不抱任何恶意，反倒要说明蒲鲁东

这个自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理论的粗俗，因为正是在蒲鲁东那里，提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

主义的原则性差异。“权力的信仰，与神的信仰一样，既原始又普遍，人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

候，就产生了权威，即政府的萌芽。”“与秩序相当，与秩序同一的自由是权力与政治的唯一实

在。秩序的同义语这个绝对的自由如何才能达成呢？可以通过对各种权力方式的分析达成学到。

不管怎样，正如我们再不可忍耐人对人的榨取一样，我们也不能允许人对人的统治了。”国家不

过只是人统治人的一种方便，“我要区别所有社会中的两种制度，第一是社会性制度，其二是政

治性制度。前者存在于人的本性中，既自由也必要，随着其发展，就削弱、拋弃了本质上不自然

的、一时的后者制度了。”“社会性制度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的组合，在其中实

行利益的均衡并普遍地达到劳动、分工、合作、竞争、商业、货币、股票、信用、财产、交换的

平等和互相担保等等。”“政治性制度的原理是权力，表现在阶级的差别、权力的异化、行政的

集权、司法的分离，选举产生的主权代表等形态。政治性制度是为了秩序而设计、逐渐完成的，

这是因为社会性制度尚没有存在的缘故。社会性制度的原理和法则，只有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

刚刚发现，今天正成为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争议对象。”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性运动正是经历了长久

的历史才被蒲鲁东从各种政治性斗争中发现出来，为了达到社会性目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组织

也必须否定政治性的制度利用：“政党的否定，权力的否定，人及市民的绝对自由。以上的三条

中包含了我们的政治、社会的信仰宣言。”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蒲鲁东的驳斥简单而干脆：既然人

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必然是政治性的斗争。至于蒲鲁东在经济学方面

依据小手工生产者展开的设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与《经济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明其

激进革命口号中隐藏的最保守的期待，把他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

区别开来的只是其精神的贫困、狭隘的气质，和对于一切真正革命的厌恶。在他的“政党无用、

政治无用、国家无用”论的背面就赫然写着：“政治万岁！选举运动万岁！国家干涉万岁！” 

 

第一国际的内部史就是围绕着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继承蒲鲁东对社会性制度与政治

性制度的区分，巴枯宁更专注于实际运动中的社会性革命与政治性革命的不同。看看那些无产阶

级的议员吧！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完全被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包围，终于变成了资产

阶级，不，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化(回到工区，学会了敲门而入，讲甚么“隐私权”等等)，为

甚么呢？并不是人创造了地位，而是地位创造了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的驳难展开不如对斯特纳

或蒲鲁东那样小心，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吸取的第二手理论来打倒社会主义运动中

的实际阻碍(例如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出席社会主义的大会)，连列宁也批注道：“前一部分是历

史文献，是关于斯特纳、蒲鲁东等思想的贵重材料，后一部分完全是诡辩，用杂乱的推理把无政

府主义与强盗之间嘲笑得没有甚么区别。”普列汉诺夫在“无政府主义是空想主义者，他们的见

解与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处”的结论下，在第四章 “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称战术，他

们的道德”、以第五章“结论—第三阶级、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之后草草收尾：“这样，以

革命之名，无政府主义者为反革命效劳，以道德之名从事最不道德的行为，以个人自由之名践踏

他人的权利。”并且他举例告诫那些糊涂成为无政府主义俘虏的劳动者：“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看

社会问题，就会明白其无政府主义‘同志’其实不学无术，编造的理想不过是幻想而已。在资产

阶级政治之外，有无产阶级政治与之对抗，这才是从根本上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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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的命运本身也暗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1)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理论、(2)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实践斗争这两方面的差异远远超过普列汉诺夫简单武断的判决，更进一步

影响到布尔什维克胜利后苏联国家政权内的残酷斗争，以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争夺国家权

力的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今天看来，我们没有权利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胡志明

他们的选择有甚么错误，因为时代环境(主要是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同，但我们起码可

以指明：政治斗争并不能代表一切，不可能完成必须经过社会性连动才能达及的许多方向的社会

改进。特别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更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性斗争的限制，可以举两个典型的

例子：(1)中共党内的权力之争；(2)几乎只在海外进行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的方向性迷误，都在迅

速地远离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 

 

自邓小平南巡至中共的十四大，海外媒介(包括《中国之春》)竟倾注大量篇幅去登载、评述甚么

人的儿子的“写作班子”的甚么“纲领”，表明关于中国政治动向的风流本身已经没有甚么可值

得一顾的文字了。过后李粱先生邀我就中共的十四大写点评论，我一无兴致，二无精力去耗费在

中国社会分析的表层时髦上。最近由《民主中国》等媒介略知“民联”、“民阵”两个组织的政

治性活动的挫折(此挫折或其成功，意义都不宜渲染)，那些投身于政治性斗争的民主运动的朋友

们，有几个人理解政治性斗争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或力量这一方向

呢？当然，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在民主力量主导国家权力之前，彼此先争吵一番可以避免实际掌

握国家权力的人之间落得托洛茨基、刘少奇那样的命运，在今天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组织中也会产

生一些由此获得经历的人才。但我依然坚信，以八九中国之春为代表的中国的社会改进运动，是

由以下三种缺一不可的要素构成的：(1)政治制度的民主化；(2)基本人权的保障；(3)为达成全民

族幸福的自我献身的爱国主义。我们说：为甚么它没有消沉也不可能失败，因为它不仅只是政治

性的斗争(当然也很需要)，更是社会性的，拯救每个个人的社会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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